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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推動澳門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余渭恆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一、前言

隨著互聯網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發展，數字化已經擴大並改變

了社會的運作方式，以及消費者與企業和彼此之間進行交易的方式。“萬物互

聯”已無處不在，經濟依賴於數字、互聯網和物聯網技術，這是十幾年前人類

無法預料的。前沿技術繼續改變著人類工作、交流、購物、服務以及執行日常

任務的方式。毫無疑問，數字技術在全球商業中的重要性及在促進國家經濟增

長和競爭力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鑒於企業和消費者越來越依賴數字產品和服

務，衡量數字經濟的影響對於了解整體經濟至關重要。近年“數字經濟”一詞

已經家喻戶曉，電子商務、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尤其是在

新冠疫情期間，健康碼、遠程辦公、工業雲平台等數字化產品的應用，使人類

更迅速、更有效擺脫了疫情的陰霾，恢復到往日的生活。數字化發展推動著生

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發生重大變革，並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打造新優

勢。

《十四五規劃綱要》把“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篇，並

從“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

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等四個面向對數字中國的未來建設做了頂層設計。由此可

見，中國加大力度高速推進數字化建設，民眾的生活、生產方式將會有著巨大

的變化。在數字經濟發展的浪潮下，澳門作為大灣區四個中心城市之一，如何

積極推動數字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當前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奈何現

時澳門在數字核心技術、人才、新基建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有明顯的短板，使

得澳門跟大灣區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存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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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字經濟的內涵

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首次提出“信

息經濟”的概念。之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應運而生，有

“數字經濟之父”之稱的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數字經濟》一書

中首次提出了數字經濟的概念，他從範式轉變的角度描述了新的經濟形態對傳

統商業模式的衝擊，意味著數字經濟時代即將來臨。自此以後，數字經濟的理

念在全球廣泛傳播起來，各國政府相繼將數字經濟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

並希望搶佔數字化先機，實現國家經濟增長。1999年6月，美國商務部公佈了

《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 II》，將信息通信技術產業與電子商務構成了

數字經濟的兩個重要分支，並公開使用“數字經濟”這一定義。美國政府對數

字經濟概念的解讀更加偏向於電子政務的狹義概念，這種觀點與塔普斯科特等

專家學者初期所關注的視角一致。而中國則在2016年，於G20杭州峰會上，習

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對“數字經濟”的明確界定。《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

作倡議》 將數字經濟定義為數字知識與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利用信息通信

技術來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和提升效率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數字經濟是硏究數字技術如何改變經濟活動，而數字經濟活動可以從兩大

方面去硏究，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其中，數字產業化對應的產業主

要為信息制造業、信息通訊業、軟件服務業等信息產業，還包括基於互聯網平

台的信息技術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產業數字化主要集中在傳統產業對信息

技術應用的環節，具體包括數字化投入對傳統農業、工業、服務業的貢獻。相

較於數字經濟發展實踐，當前關於數字經濟的相關理論硏究還比較滯後，主要

集中於數字經濟測算[4-6]、數字經濟的經濟增長效應[7-9]、數字經濟治理[10-11]、數

字經濟金融[12-14]等方面。

三、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

數字經濟引發技術革新，培育出新業態、形成了新動能，而且對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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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數字化改造轉型，提升舊動能。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主要

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是邊際成本遞減，形成規模經濟效應。經濟形態的變化往往伴隨新的

生產要素出現。農業經濟時期出現新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工業經濟時期

出現的新生產要素是資本和技術要素，而數字經濟時期催生的新生產要素是數

據，數據成為資本、勞動、土地之外的新生產要素。與勞動、資本生產要素相

比，數據具有低成本、易複制性、非損耗和非排他性等優勢，數字技術有效降

低了數據存儲、計算和傳輸的成本，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數據量不斷增多、數

據的總價值迅速上升時，表現出邊際效益遞增的特點[15]。在數字經濟社會形態

下，企業生產成本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的特點，企業傾向於通過擴大

生產規模來降低長期平均成本，進而形成規模經濟效應[16-17]。

二是提高匹配效率和生產協同，降低生產供應成本。隨著數字技術和網絡

的發展，社會中的生產生活信息轉化成為數據，並迅速傳遞到全球各個角落，

大大地降低了信息的獲取成本，有效緩解實體經濟與信息化融合中的信息不對

稱問題和“信息孤島”問題。數字經濟可在生產端與消費端之間架設橋梁，將

消費者的產品需求直接反饋給製造企業，並讓消費者直接參與互動產品的開發

過程，有助提高新產品的開發成功率，進而提升企業的匹配效率和生產協同能

力。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提高生產者之間的協同效率。通過搭建數字化協同硏發

平台，可以集聚硏發資源，及時調整產品硏發策略，同時可加強不同部門之間

的溝通，加快高新技術產品轉化速度。[18-19]

三是打破時空間限制，產生範圍經濟。數字信息借助網絡突破地域空間

界限，將全球各地的用戶連接起來，同時網絡採用光速傳輸信息，實現對信息

的及時收集、處理與加工。透過借助網絡平台，數字經濟弱化了物理上的空間

距離，有利於形成區域一體化市場。數字經濟發展能減弱“新經濟地理學”產

業集聚的地理資源環境等外部決定條件的限制，強化了產業集聚的內部決定條

件，如生產協同、技術創新和知識溢出等。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打破時空

限制，實現信息實時、遠距離傳輸，有助於擴展知識和技術溢出的範圍，為產

業創新提供助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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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

數字經濟與澳門“智慧城市”建設息息相關，數字經濟的發展應是在智慧

城市基礎上有更大的擴建空間，這是一項官民合作、產學硏結合的系統生態，

澳門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數字化發展，也關注短中長期智慧化社會建

設，加快5G應用，推進政府智慧服務。由此可見，政府也意識到數字化發展是

未來大勢所趨。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及多項政策的影響下，

澳門數字經濟發展日漸蓬勃，多個傳統行業開始實現產業數字化轉型。在澳門

特區政府及各界合力推動下，電子支付服務近年得到迅速發展。根據澳門金融

管理局數據，至2020年第四季，澳門移動支付交易筆數為2,464萬，按季同比

上升33%，按年同比上升191%；本地受理移動支付機具及二維碼數量累計7萬

個，按年增加89%；交易金額達23.28億澳門元，按年大增259%，創單季歷史新

高。

在防疫期間兩輪電子消費卡和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推動下，電子支付在澳

門的普及程度大有躍進。儘管整體普及率處於上升水平，但須正視澳門仍有不

少商戶的負責人礙於年事已高，不諳電子支付等科技，令部份店鋪未有引入電

子支付。同時也有多家商戶，包括餐廳、服裝店、超級市場、藥妝店等，都未

有升級“聚合支付”服務，對消費者造成電子支付的不便。另一方面，澳門數

字經濟基礎建設不夠完善，尤其是5G、雲計算、物聯網、虛擬銀行、人工智

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依然落後於鄰近地區。澳門需要加快建設數字化新型基

礎設施，趕上數字經濟的發展速度，才能利於澳門進一步轉型發展。澳門要增

加相應的政策指導與扶持，細化部署，加大資源投入，特別是針對大數據、雲

計算、物聯網、數字貿易、智慧城市等領域的人才的培養和引進，要滿足建立

數據平台及數據交易平台的本地人才需求。

五、推動澳門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數字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是最大化數字經濟增長潛能， 促進可持續的高質



11

量數字經濟增長。要完善澳門數字經濟發展的高質量要素供給體制和治理制度

體系， 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技術和制度支持。澳門數字經濟發展需要解

決當務之急，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發力：

第一，完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拉動數字技術產

業化和推動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重要基礎動力，澳門應該持續加大對數字基礎

設施建設的投入。一方面推動傳統基礎建設數字化升級，例如交通、能源、市

政服務之類。另一方面加快以5G、物聯網、大數據中心等為代表的數字化新型

基礎設施建設。

第二，制定數字經濟發展相關政策規劃。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各級地方

政府相繼出台了數字經濟發展相關政策規劃，像廣東省政府於今年5月推出《關

於加快數字化發展的意見》，反觀澳門缺乏完整的政策規劃去支持數字經濟發

展，需精準部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相關策略。

第三，促進數據信息開放共享。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數據是數字經濟

的關鍵生產要素，作為基礎性資源、生產資料已經得到廣泛認同，世界主要國

家及內地已實施大數據戰略。數據只有聚合、開發和流動才會產生出更大的價

值，因此要提高數據信息的社會開放度，同時亦要完善和強化消費者個人數據

隱私保護，以減低數據共享帶來的風險。

第四，收窄澳門的數字鴻溝。澳門對數字化應用起步較晚，儘管疫情加速

部份數字化的應用，但民眾、中小企業普遍存在數字鴻溝的問題。需加強對銀

髮族群的數字能力培養，加快推動傳統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總的來說，推動

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澳門需積極

加快步伐去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才能立足於“數字灣區”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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